
《临时约法》“因人立法”说辩正

刘 笃 才 Ξ

内容提要 :通行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特点在于“以法制袁”

的论断 ,本来是对该约法的肯定 ,却为批评该约法因人立法提供了口实。这种批评虽

然是在法律价值观上的拨乱反正 ,但通过史实考辩可以看出 ,该约法规定责任内阁制

却并非针对袁世凯 ,而是临时参议院基于利益的考虑所采取的扩大自身权力的措置。

该约法的缺点不在于规定了责任内阁制 ,而在于没有规定保障其正常运作的健全规

则。

关键词 :法律史　宪法 　临时约法　责任内阁制

一、问题的提出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约时约

法》)是中国近代宪政史上一份重要宪法文件。所有现行中国法制史教材几乎一致认为 ,“以法

制袁”即“从各方面设置条款约束限制袁世凯搞独裁专制”是《临时约法》的主要特点。其重要

表现是 ,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下简称《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原来规定的总统制

改为责任内阁制 ,缩小了总统的权力 ,扩大了议会的权力。对于这个特点 ,各种教科书虽然没

有明确地说就是一个优点 ,但是字里行间还是透出了赞赏的意味 ,在积极的意义上给予肯定评

价 ,认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维护辛亥革命成果的良苦用心 ,特别是后来袁世凯悍然恢复

帝制的事实 ,更证实了革命党人的正确。只是到了最近几年 ,才有一些研究宪政史的论著 ,指

出《临时约法》的这一特点是“因人立法”的体现 ,不足为训。有的批评颇为严厉 ,认为近代中国

宪政史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因人立法”,而在这方面《临时约法》是始作俑者。①

应该指出 ,对于《临时约法》是针对袁世凯“因人立法”的批评不自今日始 ,在 30、40年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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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殷啸虎 :《近代中国宪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136 页 ;又见王人博 :《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

出版社 1997年版 ,295页。

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



版的史书中屡见不鲜。② 追本溯源 ,此论最早出自康有为。康有为曾说 :“吾国责任内阁制 ,

⋯⋯令总统垂拱画诺 ,此为约法之意 ,盖以制袁世凯也。”③ 当然也存在着相反的声音。例如

参与《临时约法》制定工作的吴景濂就认为 ,所谓用《临时约法》束缚袁世凯的说法是“袁氏 (指

袁世凯)倡之 ,国人不察而和之 ,发为怪诞议论甚多 ,以此抨击约法”;“日后攻击约法者 ,皆袁政

府所唆使”。④吴景濂的这番话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的法制史作者对《临时约法》

“以法限袁”的肯定评价 ,在他看来居然是步袁世凯的后尘对临时约法进行攻击。两相对比 ,说

明在因人立法问题上明显存在价值判断上的错位。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呢 ? 值得我们反

思。

也许可以这样解释 : 无论是对《临时约法》因人立法的批评 , 还是对《临时约法》因人

立法的否认 , 都是从因人立法不值得提倡的观念出发的。而我们由于受到“阶级斗争为纲”、

“法律为政治服务”的影响 , 法律观念曾一度发生扭曲。在我们看来 , 只要政治上正确 , 因

人立法并不是什么坏事。所以我们的教科书才把“以法制袁”当作溢美之词加于《临时约

法》的制定者。

最近出现的对因人立法的批评 ,无疑可以看作是基于一种正确的法治观念在价值层面所

进行的拨乱反正 ,即法律特别是宪法应当具有普适性 ,而“因人立法”是不对的。不过 ,我认为 ,

在把这一批评加于临时约法之前 ,有必要对临时约法是否真的“以法制袁”的事实进行认真的

审查 ,仅仅是把原来的溢美之词变成罪状 ,不一定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临时约法的制定者来

说恐怕也未必公正。为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做一分析。

二、《临时约法》“以法限袁”事实辩正

说《临时约法》目的在“以法限袁”,主要根据是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临时约法》加以

比较 :前者规定的政体是总统制 ,后者则改为了责任内阁制 ,而总统制之所以改为责任内阁制

则是由于袁世凯要替代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缘故。这也是人们指责《临时约法》因人立法

的主要论据。这样说的人忽略了一个事实 ,就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规定的总统制 ,本来不

是为孙中山所设 ,而是为袁世凯而设。

根据史料记载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 ,南方独立各省派出代表组成了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以

下简称代表会) ,筹备建立临时政府。1911年 12月 2日代表会开会 ,议决制定《临时政府组织

大纲》,同时议决如果袁世凯反正 ,公举其为临时大总统。12月 3日 ,代表会正式通过《临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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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年版 ,第 412页。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攻击 ,见于《袁世凯令政

治会议咨询增修约法程序文》,其中说 :“追原祸始 , (临时)约法实为厉阶。”

《共和平议》,《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 1981年版 ,第 1020页。

例如 ,谢振民 :《中华民国立法史》指《临时约法》是“对人立法”,认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总统制 ,此次议决之

《临时约法》,竟采责任内阁制 ,并变本加厉 ,盖所以抑制袁氏。”见该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46页。顾

敦 :《中国议会史》说《临时约法》:“因人立法 ,盖有不得已之苦衷在也。”见该书第 141页。钱端升等 :《民国政制

史》说《临时约法》采责任内阁制 :“与其谓为制度上之选择 ,无宁认为基于人事之考虑。”见该书上册第 8页。此外

还有蔡树藩 :《中华民国宪法史》,见该书第 20页。



府组织大纲》,规定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之 ,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⑤

如果这些记述不错 ,那就意味着《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总统制是在预先确定将要选

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情况下通过的 ,当时孙中山还在国外。可见 ,美国式的总统制不是为

孙中山 ,而是为袁世凯准备的制度设计。只是由于南北议和一波三折 ,临时参议院才没有选举

袁世凯担任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而选举了 12月 25日回国的孙中山 ,这才阴错阳差形成了后来

的情况 :似乎孙中山的去职和袁世凯的上台 ,与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同步。实际上 ,无论《临

时政府组织大纲》,还是《临时约法》,都是在预定袁世凯将要当选临时大总统的情况下制定出

来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临时约法》的政体不同并不是由谁将担任临时大总统决定的 ,

所谓“基于人事的考虑”才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

有的论著引用蔡寄鸥的《鄂州血史》证明当时在临时参议院里有人对袁世凯上台存在疑惧

心理 ,以此论定《临时约法》的指导思想在于“以法限袁”。该书叙述湖南一位参议员的一段话 ,

略谓 :袁世凯的历史出身使其政治人格难以信任 ,“一旦大权在手 ,其野心可想而知”;现在改选

他做总统 ,不能让人放心 ,“《临时约法》这时还在讨论中 ,我们要防总统的独裁 ,必须赶紧将约

法完成 ,并且照法国宪章 ,规定责任内阁制 ,要他于就职之时 ,立誓遵守约法。”这段话被许多书

引以为据。⑥蔡寄鸥不知何许人也 ,《鄂州血史》却不是一部严谨的史学著作 ,而是一部历史演

义体裁的书。这种体裁 ,近似于历史小说 ,书中既有描摹人物内心深处思想的语言 ,又有叙述

暗室密谋情节的段落 ,仿佛一切都在作者的全能视觉之中。其叙事虽然不无现实根据 ,读者却

不能将其每句话都作为信史看待 ,尤其不能作为历史文献征引为据。

即使对于这类证据我们无从否认 ,也不能无视相反的证据存在 ,这就是吴景濂的话。吴氏

既是南京都督府代表会的成员 ,又是南京临时参议会的参议员 ,后来还做过参议院议长。如果

我们不因人废言 ,考虑到他亲身参与了《临时约法》的制定 ,所说应当更加有据。他断然否认

“约法所定权限系为束缚袁临时总统而设”的说法 ,指出 :“议约法时 ,关于取美国制度 ,抑取法

国制度 ,当时争论甚多 ,有速记录可证。并非为袁氏要作临时大总统 ,故定此约法以为牵

制。”⑦吴景濂文中不仅言之凿凿 ,而且还特别提出“参议院速记录”作为物证。可惜现在已经

看不到这个“速记录”了。

为了说明防范袁世凯是《临时约法》的指导思想 ,人们还常常引用孙中山的一段话作为证

据。这段话说到“北方将士”袁世凯 ,“明明为反对民国者 ,今虽曰服从民国 ,安能保其心之无

他 ? 故予奉《临时约法》而使之服从。盖以服从约法为服从民国之证据 ,予犹虑其不足信 ,故必

令袁世凯宣誓遵守约法 ,矢忠不二 ,然后许其议和。故临时约法者 ,南北统一之条件 ,而民国

所由构成也。”⑧由于孙中山是临时政府的领导人 ,临时约法产生于临时政府存续期间 ,人们

似乎有理由把这段话断定为制定《临时约法》的意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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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中国之革命》,《中山丛书》(一)第 31页 ,转引自叶孝信 :《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386页。

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年版 ,第 412页。

参见前引〔1〕,殷啸虎书 ,第 135页 ;王人博书 ,第 294页。

见顾敦 :《中国议会史》第 92页 ;杨幼炯 :《近代中国立法史》,第 77页。解放后的多数著作也采此说。有的著作明

确地说 :代表会议在 12月 2日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位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见贺觉非、冯天瑜 :

《辛亥武昌首义史》,第 451页。类似记载还见于刘望龄 :《辛亥革命大事记》第 60页 ;章开沅、林增平 :《辛亥革命运

动史稿》,第 369页。另外 ,金冲及、胡绳武 :《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 ,第 488页 ,记载时间稍有不同 ,但在时间上都是

议决公举袁世凯做总统在前 ,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在后。当然也有一些著作没有上述记载。有意思的是 ,有

的书一方面承认上述事实 ,另一方面又坚持说《临时约法》是针对袁世凯的 ,似乎没有察觉两者的自相矛盾。



我认为 ,对于孙中山的这段话存在误解。首先 ,孙中山曾经再三声明 :在南京所定民国约

法 ,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他的主张。其余都不是他的意思 ,他不负这个责

任。⑨对这个声明究竟怎么看 ? 从表面看 ,孙中山否定《临时约法》是他领导制定或在他思想

影响下制定的说法似乎难以成立。因为制定约法的主张是孙中山最早提出来的。在 20世纪

初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大辩论期间 ,孙中山在回答梁启超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权

后怎样才能达到建立共和国的目的而不会复归于专制时 ,提出了约法思想。辛亥革命后出现

的《鄂州约法》、《浙江约法》、《江西约法》、《江苏约法》等一系列地方宪法性文件皆以“约法”为

名表明约法已成为中国近代宪法的立法形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鄂州约法》等一脉相

承 ,沿用了孙中山提出的约法之名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 ,仔细推究起来 ,《临时约法》的制定又确实不符合孙中山提出约法思想的初衷。原

来 ,孙中山认为 ,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不能立即实行宪政 ,而需要一个过渡时期。“约法之治”

就是为这个过渡时期准备的。主张制定《临时约法》的人们却在革命还没有完全胜利的情况

下 ,“只采约法之名 ,以定临时宪法”。�λυ 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制定出来的《临时约法》,实际上无

论是内容还是结构形式也确实就是一部临时宪法。这不仅违背孙中山革命方略中提出的革命

“三时期说”,而且搞乱了约法之治与宪法之治的界限。

事实上 ,在南京参议院制定《临时约法》期间 ,孙中山曾经给参议院送过一个与《临时约法》

有关的立法咨文。由于在参议院成立之前 ,南京代表会已经在起草《临时约法》,所以这个咨文

应该说是孙中山企图影响《临时约法》之制定所做的努力。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孙中山的这个

立法咨文是一个题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的法案 ,而不是关于《临时约法》的草案。

这证明孙中山不赞成制定《临时约法》代替《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做法 ,所以他要用关于临时

政府组织法的立法而不是《临时约法》代替原来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参议院当时将这一草案退回 ,主张自行完成《临时约法》。

那么如何理解孙中山说的“予奉《临时约法》而使之服从。盖以服从约法为服从民国之证

据”的话呢 ? 其实“予奉临时约法而使之服从”的“奉”字用得极有分寸。它一方面表明孙中山

对参议院立法权的尊重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未参与其事的立场。由于在孙中山看来 ,“《临时

约法》者 ,南北统一之条件 ,而民国所由构成也。”其中规定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所以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时提出“《临时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 ,新总统必须遵守”,但这只

是把它作为袁世凯“服从民国”的证据而已 ,岂有它哉 !

应该指出 ,就当时的情势而论 ,《临时约法》由参议院独立完成 ,是袁世凯接受《临时约法》

约束的前提。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和袁世凯达成的条件是 ,袁世凯促使清帝宣布退位 ,孙

中山便辞职 ,并推荐袁世凯作临时大总统的候选人。当时 ,《临时约法》还在制定中。孙中山如

果在这种情况下 ,参与主持制定《临时约法》,并要求袁世凯“必须遵守”,那等于在协定成立之

后另外附加条件 ,只会被袁世凯攻击为节外生枝 ,给袁世凯以不接受《临时约法》的口实。所以

孙中山在要求袁世凯必须遵守《临时约法》的时候 ,特别强调“《临时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

况且 ,孙中山一直是主张总统制的 ,在其辞职之后 ,袁氏上台之前 ,突然改变自己的立场 ,而主

张责任内阁制 ,也有失政治家风度 ,面对天下人何以自解 ! 所以 ,孙中山与《临时约法》的关系

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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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λυ 《建国方略》,同上书 ,第 170页。

《五权宪法》,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第 498页。



综上正反两方面事实材料 ,“《临时约法》采取责任内阁制是为了限制袁世凯”的说法恐怕

难以成立 ,至少说证据不够充分。在这种情况下 ,所谓《临时约法》是“因人立法”的批评也应慎

用为宜。

三、为什么责任内阁制取代了总统制

因人立法说暗含一个前置条件 ,就是总统制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合理性。《临时政府组织大

纲》规定的总统制适合中国的需要 ,不应该改变。

我认为这是武断的说法。就当今世界来看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里 ,都既有采

用总统制也有采用议会制的。西方国家如此 ,东方国家也如此。而从历史上考察 ,在 20世纪

前五十年里 ,中国的共和政体究竟是采取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为好 ,一直存在争论。不同的

人们有不同的观点。这是因为 ,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各有其优点 ,也各有其不足。或者说 ,总

统制和责任内阁制各有其所长 ,而能够发挥其所长的环境和条件 ,中国 (其实不仅中国 ,任何国

家都一样)却不能够完全满足。对于总统制来说是如此 ,对于责任内阁制也是如此。所以 ,主

张总统制和主张责任内阁制都各有其理由。认为“内阁制优于总统制”者可以从历史、国情、事

实与学理多方面列举理由�λϖ ;而根据当时政治形势怀疑其名实难副者也不无道理。�λω究竟那种

政体更适合需要 ,是个既无从证实也难以证伪的问题。譬如肯定责任内阁制的人可能说 ,整个

北洋军阀政府在袁世凯死后 ,都采用了责任内阁制 ,而不是总统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责

任内阁制比较总统制更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反对者则可以反驳 ,责任内阁制并没有取得成

功 ,这段不成功的政治实践恰恰证明了责任内阁制不适合中国的需要。但是 ,即使实践证明了

责任内阁制的失败 ,难道就同时也证明了总统制的必然成功 ,证明总统制适应中国的需要 ? 对

于这个问题恐怕很难给以肯定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 ,做出任何结论都未免轻率。

应当指出的是 ,当时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目的主要是使临时政府的建立有法可依 ,

并不在于为未来的共和国制定一个具有永久效力的宪法性文件。它是在军情紧急的特殊环境

下为了赋予革命政府以合法性这一特殊需要匆忙制定出来的。以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代表性

而言 ,其成员仅仅是各省都督府的代表 ,不具有民选的性质。就其权威性而言 ,仅有 11个省派

出的代表 ,为全国制定宪法性文件的权威未免不足。这个代表会仅仅用了两天的时间 ,就制定

出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间也过于短暂 ,除了作为建立临时政府的法律依据之外 ,要它成

为一个完善的宪法性文件实际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总统制在当时具

有合理性 ,那是因为在革命刚刚发动的非常时期 ,革命力量必须联合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领导

下 ,才能抵抗来自北方的军事进攻 ,完成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任务。总统制客观上满足了这一需

要 ,但这并不意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及其所确定的总统制对中国是最适合的政体。

根据美国宪法学者的意见 ,美国宪法采取总统制之所以成功 ,是由于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

社会存在着联邦中央政府和组成联邦的各州政府分割主权的双重主权思想 :“只有采纳双重主

权这种思想 ,美国才能发展出总统制 ,并使其成为替换议会制的主要制度。”“美国联邦制的重

要特征就是三权分立与双重主权概念相结合。这种结合既支持了联邦政府内制约平衡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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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又支持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制约平衡制度的发展。”�λξ 换言之 ,只是由于联邦制

下各个州对于中央政府权力的分权制约 ,在中央政府内实行个人集权的总统制才具有合理性。

这个论断是否符合美国的实际姑且不论 ,对我们有启示的是从国家结构形式和政府组织形式

的相关互动角度观察政体的合理与否。

对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临时约法》所规定的政体之变化 ,谷钟秀从这样的角度进行

解释 :“各省联合之始 ,实有类于美利坚 13州之联合 ,因其自然之势 ,宜建为联邦国家 ,故采美

之总统制。自临时政府成立后 ,感于南北统一之必要 ,宜建为单一国家 ,如法兰西之集权政府 ,

故采法之内阁制。”�λψ 这个解释应该说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什么效法美国采取总统制 ? 我们知道 ,中国近代的社会政治变革

一直是以西方先进国家英、美、德、法、日为效法对象的。在中国推翻了帝制之后 ,由于英国存

在女王 ,日本存在天皇 ,德国存在皇帝 ,不再适合中国的情况 ,自然被排除在仿效对象之外 ,于

是 ,人们的眼光就集中到了美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身上。非常凑巧的是中国辛亥革命后的情

况和美国独立战争后的情况 ,从表面看来存在着好多类似之处。譬如 ,辛亥革命后十几个省相

继宣布独立 ,有的省制定并公布了自己的约法 ,这和美国独立战争后十三州宣布独立并制定州

宪法的情况至少在表面上有可比性。当各省都督府代表按照美国各州代表集会的模式走到一

起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 ,其心目中不无成立联邦制的意思 ,所以采纳了美国的总统制。

但是 ,中国和美国的历史与国情并没有多少相似性 ,两者之间更多的是不同。如果说辛亥

革命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的情势 ,诱发出来了效法美国实行联邦制的想法 ,使得效法美国总统

制具有一定合理性 ,那么随着南北议和的实现 ,建立统一的国家和中央集权的政府已经成为不

可阻挡的趋势 ,随着联邦制的想法最终被抛弃 ,坚持总统制已经没有什么正当理由。而如果没

有联邦制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平衡制约 ,在中央政府组织上采纳总统制必然是权力配置

的严重失衡 ,那同美国的制宪精神恰好背道而驰。

至于《临时约法》采取责任内阁制的原因并不难解释。众所周知 ,清末预备立宪期间 ,责任

内阁制曾经是议论的大题目。朝野上下 ,无论对于立宪持何种态度 ,对于立宪体制下要实行责

任内阁制是没有疑议的。辛亥革命和清末立宪在时间顺序上虽然前后有分 ,实则接踵而至 ,清

末立宪的影响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就消失得一干二净。在清末立宪期间 ,立宪派所广

泛宣传的君主立宪制度下实行责任内阁制 ,君主不负责任 ,内阁首相负政治责任 ,对于当时所

有政治开化的人们来说 ,耳熟能详 ,记忆犹新。而且辛亥革命爆发后 ,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

阁总理的事实就在眼前。人们对责任内阁制比较总统制相对而言要熟悉得多 ,因此采纳责任

内阁制也是很自然的。

如前所述 ,主张总统制和主张责任内阁制都各有其人 ,各是其理 ,孰是孰非并没有一个客

观标准。《临时约法》一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总统制 ,采纳责任内阁制 ,只是大多数立法者

的主观选择。要对这一选择做出解释 ,也许用立法主体的变化更能说明问题。

我们知道 ,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是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制定《临时约法》的是临

时参议院。其间人员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武昌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代表共计 23人 ,

至南京临时参议院期间 ,18人 (占总数的 75 %强)已不再是参议院成员 ,仅 5人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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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不仅仅是人员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构成人员身份的不同。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

纲》的各省都督府代表 ,所代表的是各省的行政首长 ;制定《临时约法》的参议员虽然大多数仍

是各省都督府选派的 ,但是他们的身份却是参议院这一国家立法机构的成员。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各省都督府的代表在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 ,大多数主张实行行政权优先的总统

制 ;各省参议员组成的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临时约法》时 ,大多数主张立法权优先的责任内阁

制。

在这里 ,分析框架的转换十分重要。以往我们在法制史研究中采取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

问题 ,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问题 ,对于《临时约法》也不例外。把它说成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

立宪派以及反革命派各派力量对比关系的产物。然而如前所述 ,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

有把袁世凯看作是反革命派 ,否则 ,他们不会自动表示只要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 ,就选举他为

大总统。在革命派占四分之三的临时参议院举行的选举中 ,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临时大总统 ,显

然也很难用革命和反革命的分野来解释。

对于辛亥革命之后的政局 ,固守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政治分野进行分析已经不

够 ,至少说在有关政体问题的主张上 ,这个分析框架已然失效。

在辛亥革命之前 ,立宪派主张责任内阁制 (当然是君主立宪下的责任内阁制 ,而不是民主

共和国下的责任内阁制) ,革命派则主张总统制。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主张“大总统由国

民公举”, �λζ 虽然只是政治性宣言 ,但总统制的倾向还是明显的。当时章太炎由于反对代议

制 ,实际上也主张总统制。即所谓“置大总统则公 ,举代议士则戾”,“选举总统则是 ,陈列议院

则非”�λ{ ,政治分野基本清楚。

辛亥革命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孙中山的总统制主张更明确了 ,章太炎却从主张总统

制变为主张内阁制。他在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曾做过关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政治

体制的演说 ,明确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他指出 :“惟置大总统 ,限制其权 ,以防民主专制之弊 ,

宜与法 (国)之制度相近。⋯⋯行政部应对议院负完全责任 ,不宜如美 (国)之极端分权。”�λ{ 在

这个问题上和孙中山严重对立的还有宋教仁。据历史记载 ,宋教仁早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制定之前 ,在上海各省代表会议上 ,就提出“立责任内阁”的主张。�λ} 孙中山回国后 ,在同盟会

开会时 ,面对孙中山对于总统制的强烈主张 ,宋教仁“鉴于责任内阁之适于民国也 ,起而力争”,

赴南京后又“以《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不设国务总理 ,乃提出修正案”。�λ∼ 革命派内部意见

各异 ,我们如何判断孙中山、章太炎和宋教仁哪个代表真正的革命派立场 ,并且有充分的理由

说与之相反的主张不是革命派的立场 ?

这时引进新的分析框架就非常必要了。一个现成的理论分析框架是权力结构框架。在权

力分立的宪政体制下 ,立法、行政以及司法三者的权力配置及相互制约关系构成了这一分析框

架的客观基础。三个权力主体的利益驱动和权力冲动则是其主观动机。我们知道 ,总统制和

责任内阁制是从政府组织形式的角度进行的划分。如果从权力结构的角度分析 ,则民主共和

国可以区分为总统制共和国和议会制共和国。责任内阁制实际上是议会制共和国的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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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因此又称为议会内阁制。总统制权力集中于总统 ,责任内阁制权力掌握在议会。从这个

角度看 ,《临时约法》采纳责任内阁制 ,与其说是革命党人为了维护革命成果而对袁世凯加以防

范限制 ,毋宁说是临时参议院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而采取的扩大自身权力的措置。

中国是一个具有长期君主专制传统的国家 ,极端的君主专制和高度的中央集权是障碍中

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政治制度 ,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辛亥革命的目标。在这样一个具有深厚

的极权专制传统的国家里 ,实行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 ,当然比实行强人政治和官僚政治要困难

得多 ,但从完成革命任务实现革命目标的角度看却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就此而言 ,对《临时约

法》选择责任内阁制应当给以肯定。

如果说《临时约法》存在问题 ,那问题也不在于它规定了责任内阁制 ,而在于它规定的是一

个不健全的责任内阁制。根据各个立宪国家成熟的经验 ,责任内阁制的平衡制约机制是 :议会

对内阁可以通过不信任案 ,内阁可以 (或者提请总统)解散议会 ,这是一个保障宪政体制顺利运

作的规则。而《临时约法》既以所谓内阁成员辅佐总统“负其责任”的暧昧词句 ,回避责任内阁

究竟是对总统负责还是对议会负责的问题 ,置责任内阁于对总统和对议会无所适从的尴尬地

位 ;又没有规定议会可以对内阁进行不信任投票和内阁 (或者通过总统)有权力解散议会 ,遂造

成了后来责任内阁制进退失据的局面。�µυ

四、余　　论

因人立法确实不足为训。无论在中国近代史还是现代史上 ,都出现过因人立法的现象。

在我们总结中国宪政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但是 ,从上面分析的情

况看 ,把《临时约法》作为因人立法的典型加以批评却是不公正的 ,把它说成是近现代因人立法

的始作俑者就更错误了。

以《临时约法》和《袁记约法》比较 ,我认为 ,《袁记约法》才真正是因人立法。它的整个立法

程序完全在袁世凯控制之下 ,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通过制定约法 ,肆意扩大自己的权力。袁世

凯攻击《临时约法》是因人立法 ,本意是为自己的因人立法辩护。论者不察 ,认为《临时约法》因

人立法在先 ,袁氏因人立法在后 ,袁世凯只不过是依样画葫芦。“你能制定约法限制总统权力 ,

我自然也能制定约法来扩大总统权力”,他们实在是上了袁世凯的当。

即使《临时约法》不能由于本文的关系洗刷掉因人立法的罪名 ,我认为也不应对此过多指

责。《临时约法》的制定者是一个群体。就其中的每个人来说 ,他是人而不是神。他面临的并

非罗尔斯设计的“初始”形态 ,也没有一道“无知之幕”遮蔽着他的视线。现实的政治分野和实

力对比摆在那里 ,哪种政治安排对于他和他所代表的社会力量最为有利 ,是他不能不考虑的问

题。而就这个制宪群体来说 ,它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不同意见相互交锋又相互妥协的产物。

在不同意见的交锋和妥协中 ,既有阶级和党派的立场起作用 ,也有国家和人民的观念起作用 ,

也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着个人意气用事的成分。不过这个制宪群体的集体决定 ,一经做出 ,就不

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了。这样 ,因人立法的指责由于缺乏明确对象而变得没有多少意义。

从另一个方面看 ,制宪活动中的因人立法 ,所因之人肯定不是普通的人 ,而是握有权势的

人 ,甚至是国中最有权势地位的人。因此 ,因人立法不外是如何处理权和法的关系。于是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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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区别两种因人立法 :一种是自信或相信某人天才英明善良 ,在制宪时 ,对个人权力不加约

束和限制 ,使权力集中于某个个人之手 ;另一种是由于不相信某人的天才英明善良 ,在制宪时 ,

对个人权力加以必要的约束和限制 ,使权力置于法律之下。《临时约法》即便是因人立法 ,也属

于后一种性质。它之所以不应承受过多指责 ,是因为 :这种因人立法其出发点虽然针对个人 ,

其前提却符合一般的人性假设 ;而通过制宪对统治者个人权力进行限制 ,恰恰契合近现代兴起

的民主宪政精神。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evalent opinions in the textbooks on Chinese legal history ,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1912 Temporary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to check the power of Yuan Shikai with

a constitution”. This proposition , originally meant to confirm this constitution as a positive one , was later

used by some people as evidence for their accusation that the Temporary Constitution was a“legislation

suited to a particular person”. Although such accusation serves to clear up confusions in the area of legal

value , histo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the“duty cabinet”system in the Temporary Constitution was not di2
rected against Yuan Shikai , but rather a measure adopted by the Temporary Senate to expand its own

power. The main defect of the Temporary Constitution is not the“duty cabinet”system itself , rather the

lack of sound rules to ensure its normal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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